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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理论中几个命题关系的探讨
———以刘杲命题为讨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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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杲编辑出版理论中有 3 个命题，其中“刘杲命题 2”———“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

传世之作”，为“木文命题 1”———“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的第 2 个展开命题;“刘杲命

题 3”———“出版社的改革集中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其展开命题 1 为“巢峰命题”———
“我国出版社的配置带有很大盲目性”，其展开命题 2 为“木文命题 2”———“出版单位主管主办制

度问题是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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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杲( 1931—) ，1987 年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党组副书记兼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像他的一批同事

一样，刘杲见证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历史

发展，因其对编辑出版理性思考的丰富性、与新时期

中国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的历史关联性，而成为中国

当代出版史尤其是新时期出版史上有意义、有价值

的人物，以致于成为后人在探究中国新时期出版历

史的时候总绕不过去的存在。这或许就是刘杲的独

特魅力所在。
我个人主张: 刘杲魅力的核心是其对中国出版

改革的实践及其理性求索。刘杲属于他工作的时

代，也紧密结合于他所在的群体。现在研讨刘杲不

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和他共同工作的群

体; 对中国新时期出版改革 30 年的研究是关于刘杲

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刘杲研究是中国新时期出版

改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主要在编辑出版

理论领域清理刘杲提出的几个出版理论命题的内涵

与背景，以图揭示刘杲的编辑出版理性求索与中国

新时期出版改革 30 年的实践关联，以及刘杲个人求

索与其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的关系。

一、“刘杲命题 2”: 编辑工作的最高
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

此命题出自刘杲在中国编辑学会 1998 年年会

上的主旨报告标题。将其称为“刘杲命题 2”，是因

为笔者在《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1］中已将出版

改革“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

合”称为“刘杲命题 1”。“刘杲命题 1”语出刘杲

2004 年 7 月在中国编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关键在

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 “把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是出版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也

是出版管理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2］( P162) 其

思想来源可能与 199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

六中全会决议有关: 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精神文

明建设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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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积极作用”。至于为何在中央发布决议 8 年之

后，刘杲作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离任 11 年之后再提

出该命题，其中的个人思想由来、历史实践背景及其

关联等很值得研究，惜笔者没有研究。
在笔者 看 来，“刘 杲 命 题 2”实 为“木 文 命 题

1”的第 2 个展开命题，兹 将 其 中 的 理 论 关 系 陈 述

如下。
“木文命题 1”: 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

主题。
此为宋木文著作《亲历出版 30 年———新时期

出版纪事与思考》之章题。宋木文 1989 年 6 月 14
日任新闻出版署党组书记，7 月 18 日任新闻出版署

署长。上任伊始就无可回避两个基本问题: 对改革

开放以来的出版工作究竟应该怎样估计? 压缩整顿

出版单位的目的是什么? “木文命题 1”即为其深刻

思考后的理性凝练表达，也为其新任署长的就职宣

言。1990 年 4 月 16 日，宋木文在沪、江、浙、鲁 4 省

市出版部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多出好书，促进繁

荣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新闻出版报》1990 年

4 月 25 日头版长篇报道了此次会议，并以《多出好

书是出版部门的永恒主题》为题全文发表了宋木文

报告。此为“木文命题 1”的由来与传播。
“木文命题 1”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下去意识形态

性的话语意味，其本质意义在于揭示了出版工作的

规律: 多出好书是出版规律的核心，是一切出版活动

的着眼点和落脚点［3］( P556)。
“木文命题 1”之展开命题 1: 多出好书是衡量

出版社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志。
“木文命题 1”是出版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多出

好书是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具有一定的恒远性。出

版工作受科技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生态

的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形态和区域形态，因而

在出版工作作为过程和多出好书作为目标之间，在

出版工作的实践形态和多出好书的价值形态之间呈

现出不同的关系样式，这不同的关系样式就构成了

出版文化的差异。为多出好书，到底该对出版工作

做怎样的制度安排? 如何服从于多出好书、快出好

书的目标而自觉地改革出版体制和运行机制，应该

说是“木文命题 1”隐含的探究方法意义，就此而展

开多出好书与出版工作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通过

清理这一命题的内涵而丰富出版理论的内容，而且

可以通过循其对象关系的指引加深对中国出版改革

30 年的认识。
“多出好书是衡量出版社改革成效的根本标

志”一语出自 1988 年 4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

版署发布的《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其

被反复援引、阐发［4］( P207) 而成为中国出版改革的教

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出版社必须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使出版社

既是图书的出版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为适应这

种转变，就需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出版社原来的体

制，包括领导体制、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人事体制、
分配体制等进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应变能力、竞
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5］( P472) 此命题关涉出版社

改革的范围与对象，多出好书的定量定性分析等，与

“刘杲命题 1”为关联命题，所以归为“木文命题 1”
之展开命题，因其集中指涉出版社改革，结合出版改

革的现实语境而将普泛命题特称化、一般命题具

体化。
出版物不同于一般商品，出版企业因而不同于

一般工商企业，其不同在于追求目标是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统一。“在一个出版实体( 出版社) 内要

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空实现，属‘二元一体’
发展模式。”“两个效益统一问题，实质上成了两效

分离性图书在出版结构上的比例关系问题。”［6］这

就要求“二元一体”的出版实体内部具有以书养书

的自我调补机制来保证以“多出好书”为代表的合

理的出书结构。
但是，1980 年代中期兴起的出版专业分工决定

了不同出版社不同的盈利水平和盈利空间，“有的

出版社利润千万，靠的是什么? 专业分工。有的出

版社苟延残喘，原因是什么? 专业分工。当然，出版

社赚钱亏本并非全都是专业分工造成的; 但专业分

工体现的确实是不平等竞争”［7］( P145)。专业分工造

成专业出版社之间整体盈利水平和人均创利差别悬

殊。以陕西省为例，1988 年和 1989 年，出版社人均

创利，最高的社分别为 62 105 元和 62 615 元，第二

位为 39 512 元和 38 810 元，最低的出版社分别为

7 806 元和 7 639． 5 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人均

创利最高，几乎是最低社的 8 倍。［8］这样，在出版社

设置的体制基础上就决定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

自我调补的规模大小与能力高低，从而“多出好书”
之“多”、之“好”针对不同出版社有不同尺度，因而

“木文命题 1”之展开命题 1 也就有了不尽相同的多

重意义，作为衡量标准只有相对的普适性。
在出版社设置形成贫富不均，导致以书养书的

机制难以全面推广为行业制度的同时，1988 年以来

出版管理部门倡导“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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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上级主管机关) 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和完

善出版社内部的各种承包责任制”［5］( P472)。这一制

度安排的实施结果就总体而言是以利润导向为本质

特征的承包制，经济效益成为硬约束，社会效益成为

软约束，其一虚一实、一紧一松的偏向运行使理想中

的“二元一体”变成实际上的“一元一体”，对出版业

影响深远。从财政局到出版局，从出版局到出版社，

从出版社到编辑室，从编辑室到编辑个人，利润指标

层层分解，形成了“倒逼机制”: 在图书市场严重疲

软的条件下，当编辑部( 室) 把利润指标分解到编辑

个人身上以后，编辑人员就围绕完成这一指标组稿、
编稿。如果编辑人员所编发的稿件虽然有一定的印

数但内容平庸，按理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对这种稿件

应该阻止，拒绝签发，但在实际上做不到，因为这种

情况一旦发生，责任编辑就会以书稿有一定印数和

可以完成一定的利润指标为理由，反逼编辑室主任

同意签发。同样，当稿件由编辑室主任签发后，如果

总编辑拒绝签发，编辑室主任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反

逼总编辑签发。如此这般，就形成了由下向上、一层

逼一层的机制。［9］作为潜规则、非正式制度的“倒逼

机制”的出现，是否再一次表明“多出好书”的运行

机制的断裂?

叩问如果再进一步，既然出版社改革陷于制度

困境———媒介寻租制度化，“多出好书”是否在中国

出版改革 30 年的后 10 年中越来越流于号召和口

号? “多出好书”的规模萎缩和质量下降是否为近

10 年的出版业态、出版实绩所证实? 如果证实了，

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出版改革 30 年与“彦修命题”的

关系?

在这里，顺便交代 ( 但不展开讨 论) “彦 修 命

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

推到了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此

命题语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

决定》首段:“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

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再

一次强调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了我党我国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此命题为参与起草该决

定的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提出。宋木文说，

《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前言中一个重要观

点，即‘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重 要 地 位’，是 采 纳 曾 彦 修 的 意 见 加 进

去的。”［10］( P138，P137)

“木文命题 1”之展开命题 2: 编辑工作的最高

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
正如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传世之

作是好书之极品，“刘杲命题 2”既将出版工作的永

恒主题落实于编辑工作，也将好书的标准定性化，是

对“木文命题 1”的创造性发展; 在认同编辑工作的

基本追求与一般追求，指斥编辑工作的低追求、无追

求的同时，响亮地提出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传

世之作当然是高质量的，是精品，是精品之中的精

品。传世之作是高峰: 思想理论的高峰，科学技术的

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此为刘杲对“传世之作”的

定性评价。“这个传下去，可能传十年、五十年，也

可能传一百年、五百年。”［2］( P312) 此为刘杲所述“传

世”的量化指标。
1992 年，退居二线的北京出版社原总编辑田耕

在回顾其策划人物传记出版的文章中说: “如果到

2000 年，我社能拥有十部被社会公认是水平最高，

生命力最强，读者最欢迎的人物传记，那就是了不起

的功绩。到了 2056 年，在庆祝我社成立一百周年

时，如能拥有二三十部出色的人物传记，作为长期的

保留节目，可以不断再版，细水长流，长售不衰，才是

真正经住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算得上是‘能领风

骚上百年’; 在此基础上，才有望出一两种称得上是

可以传世之书。”［11］

刘杲、田耕所述的“传世”，重在突破时间的限

制而流传后世，“经典”“不朽”的传统思维痕迹较为

明显。在当今工业社会、大众社会，文化成果更讲究

突破空间的限制而在当下广泛传播。那么该如何结

合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实际确立可望又可及的编辑工

作理想追求呢?

二、“刘杲命题 3”: 出版社的改革集

中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
［4］( P580)

此命题首见于 1996 年 4 月刘杲接受《文汇报》
记者的采访。
“刘杲命题 3”之展开命题 1: 我国出版社的配

置带有很大盲目性。
此为“巢峰命题”。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家巢峰曾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

济，尤其是出版事业，所有生产单位的设置，几乎无

一例外，都是国家有计划配置形成的。按照常理，出

版社的配置应当以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为前提，而

不能 以 部 门 和 首 长 的 意 志 为 转 移。我 国 出 版 社

1977 年只有 144 家，到了 1989 年猛增到 536 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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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出版社增长了 470%，翻了几番。而增长最

快的几年，恰好是图书市场已经逐渐由卖方市场向

买方市场过渡或已成为买方市场的几年，可见，我国

出版社的配置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12］

“巢峰 命 题”的 考 察 时 段 集 中 在 1977—1989
年，因新时期出版社的发展集中在 1993 年以前( 见

表 1) ，故此推断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表 1 1981—2005 年全国审批出版社情况

年份
审批出版

社总数

地方出版社

个数 占比

部委出版社

个数 占比

高校出版
社个数

1981 23 11 47． 83 12 52． 17 1

1982 26 15 57． 69 11 42． 31 2

1983 53 28 52． 83 25 47． 17 14

1984 39 30 76． 92 9 23． 07 0

1985 79 34 43． 03 45 56． 96 38

1986 27 11 40． 74 16 59． 26 8

1987 21 9 42． 86 12 57． 14 5

1988 31 15 48． 39 16 51． 61 1

1989 35 18 51． 43 17 48． 57 9

1992 14 10 71． 43 4 28． 57 3

1993 21 8 38． 10 13 61． 90

1994—2005 44 18 40． 91 26 59． 09 17

合计 413 207 206 98

数据来源: 1981—2005 年《出版工作文件汇编》。

“巢峰命题”内涵较为复杂，值得另文专题论

述。“巢峰命题”是“刘杲命题 3”的逻辑前提: “巢

峰命题”真，“刘杲命题 3”才真。基于这一内在关

联，本文择要陈述命题内涵。
“出版地区分布、部门分布失调。”此为巢峰先

生在 1998 年《出版改革与“造大船”》一文中认为阻

碍我国出版社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可以视为对

“巢峰命题”的补充。［7］( P169) 命题中“很大盲目性”的

具体表 现 就 在 于 出 版 资 源 分 布 与 出 版 社 配 置 不

对应。
出版社配制体制的积弊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

后，出版工作的体制把相关工作过多地集中在中央

的出版机构，胡愈之在 1979 年即主张改革:“现在是

不是可以重新考虑，把出版社体制来一个彻底的改

变，不需要搞一个小而全或者大而全，可以按照各个

出版社特点来出些书。”［13］后来的发展非但没有减

轻反而加重了我国出版社的地区分布失调。另有学

者也认为，从区域结构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区域

均衡战略，实际上忽视了出版资源的不均衡现实，既

不利于发挥出产业经济学所说的“聚集优势”，还是

造成选题低水平重复的重要原因。［14］这种地区分布

失调不仅表现在各省市不考虑出版资源的均衡发

展，同样表现在计划单列市出版社、经济特区出版社

的发展。
计划单列市出现在 1980 年代，是让一些大城市

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副省一级的经济管理

权限。到 1993 年，国家先后设立了沈阳市、大连市、
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厦门市、
济南市、青岛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重
庆市、西安市共 16 个计划单列市。这些副省级城市

先后建立了以该城市名称为称谓的出版社。对这批

出版社，文化部党组 1983 年将其定性为“重复建

立”。中宣部批转文化部党组的《关于从严控制新

建出版社的报告》谈及“要求建立出版社的单位仍

有增无减”，“有一些在本省已建若干出版社的情况

下，还要重复建立省辖市一级的出版社”［15］( P381)。
早在 1988 年，即有资深出版人质疑这批出版社获准

设置:“每一个财政单列市是否都要成立一个出版

社? 不成立是否影响财政单列? 特别是一些单列市

是省会所在地，那里的出版社已经不少了，再成立凑

什么热闹?”［16］

中国出版社设置长期坚持专业分工制度。这批

计划单列市出版社设立后自然产生了其专业分工和

出书范围与本省综合性出版社的边界划定、分工调

适问题。1987 年辽宁同时申请成立大连出版社和

沈阳出版社，但前者于 9 月 8 日获批，后者于 11 月

12 日获批。审批大连出版社和沈阳出版社的延宕，

是否反映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部门在出版社资源配

置上的犹疑? 先批大连，是否因为大连不是省会，不

会与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功能重叠，而沈阳出版社则

与辽宁省已有出版社同在一个省会城市?

这批计划单列市出版社的获准成立是否表明:

在行政级别所构成( 或者说主导) 的权力结构中，国

家出版管理部门只得放弃对出版社专业分工和出书

范围的坚守，明知对地方出版发展会产生一定负面

影响，也批准这批出版社? 是否与部委出版社的畸

型发 展 一 样，权 力 成 为 决 定、审 批 出 版 社 的 最 终

力量?

出版社的部门分布失调集中体现在中央部委出

版社的畸型发展，且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社

发展 的 显 著 特 征 之 一。其 畸 型 发 展 表 现 在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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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第一，出版社数量规模与其在全国出版业中的

地位不对应。到 1982 年底，全国出版社已达 243 家

( 中央 121 家，地方 122 家) ，比 1965 年的 109 家( 中

央 47 家，地方 62 家) 增加了 1． 2 倍。［17］ 可见，在

1982 年，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数量基本持平。
1977—1982 年的 6 年间，中央出版社增量高于地方

出版社的增量。1983 年，地方出版社 160 家( 包括

副牌 20 家) ，其中，文艺、教育、科技、少儿、古籍等

专业出版社 109 家。1983 年地方出版社出版种数

和 印 数，在 全 国 所 占 的 比 重 分 别 达 到 49% 和

76%。［3］( P29，P28) 这后一点表明，中央出版社出版了全

国图书一半的品种，而印数却不到 1 /4。
第二，在地方出版社和部委出版社对出版业总

体贡献不对等的情况下，部委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

却均衡发展( 见表 1) 。
第三，后设的部委出版社在发展中改变了专业

分工的初衷。现在业内把出版社分成三大块: 地方

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部委出版社。这种称呼法

按主管主办单位分，有道理。这种称谓缘自何时、是
否有较正式的官方文件还待进一步查证。如果查

实，则称谓的改变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这批出版社的

发展违背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社的建社初衷。1978
年，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后来被称为部委出

版社的都归为专业出版社。1978 年 2 月 22 日国家

出版局、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

报告》中说: “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所属的专业出版

社，都面向全国，任务繁重。建议这些专业出版社应

成为司局一级的独立单位，直属各部委指导。”［18］这

是否说明，在当时部委出版社是在科学技术知识生

产与传播的意义上筹划的，不然何必由国家科委与

国家 出 版 局 联 合 发 文 呢? 这 个 文 件 由 国 务 院 于

1978 年 3 月 7 日转发。1983 年 10 月中宣部批转的

文化部党组的《关于从严控制新建出版社的报告》
中说:“到现在为止，全国已有 278 家各类出版社

( 包括 32 个副牌) ，比三中全会以前增加了一倍。
这些出版社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是中央一级

的各种专业出版社 122 家 ( 包括 11 个副 牌) ，占

43. 9% ; 另一部分是地方出版社 131 家( 包括 21 个

副牌) ，占 47. 1% ; 第三部分是高等院校出版社 25
家，占 9%。”［15］( P380) 可见当时还是将部委出版社归

入了专业出版社。如果承认知识生产和传播同样是

部委出版社设置的初衷，那么后来部委出版社的发

展是否依然坚持? 如果没有坚持，又如何、以何种力

量挣脱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束缚呢? 回答是肯定

的，是权力结构中对出版社主管主办制度的曲解: 将

建立出版社所要求的主管主办单位的必要条件认定

为建立出版社的充分条件( 说白了，就是只要有相

当级别的主管主办单位就可以办出版社、就要办出

版社) 。这种认定不一定只是要求建立出版社的部

委单方面认定，在一定意义上，或者说其客观效果是

申请部委和审批机关“合谋”( 至少是共同认定) ; 这

种外在地表现出来的权力结构同时还是一种权利结

构，它所反映的是新批部委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的部门利益诉求。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设计因而也就

走了样。有数据表明，1993 年批准成立了 21 家出

版社，在 1993 年 6 月 29 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出

版单位的主办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后批准

的出版社有 10 家，只有 1 家是地方出版社，另 9 家

均为部委出版社。在这种权力结构作用下对主管主

办制度的曲解导致全国出版社结构失衡，尤其是北

京地区出版社结构失衡。这既增加了出版行政管理

部门的管制成本、工作难度，也增加了全国出版社的

无序竞争、无效竞争、不规范竞争的压力。
“刘杲命题 3”之展开命题 2: 出版单位主管主

办制度问题是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问题。
此为又一个“木文命题”，可简 称“木 文 命 题

2”。语出宋木文《出版单位主办主管制度的由来与

调整的探索》一文的题解。［19］( P644) 首先应该肯定此

“木文命题”为伴随着中国出版改革 30 年发展的历

史进程而提出的命题，具有一定的出版理论意义和

改革实践价值。其次要对宋先生建议调研主管主办

制度表达敬意。该制度是他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期间

的最后一个重大出版制度安排。总结 1989 年报刊

和出版社压缩整顿工作和历史经验，新闻出版署于

1993 年 6 月 29 日发布《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和主

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对主办主管单位的定位、
相互关系以及所负职责作了规定，形成比较严密的

主办主管的管理制度。1997 年国务院颁发《出版管

理条例》，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

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

关”，使主办主管制度为国家最高行政当局的法规

所确认。［19］( P647) 10 年前主持设立，10 年后宋先生又

主持重新调研，其中饱含对出版业的深情厚意。
主办主管制度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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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于 1980 年代，1993 年成文，随即制度化。“这是

我们国家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确保出版事业健康

发展而实施的重大政策。近几年来，党和政府为有

利于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又提出出版单位要与政

府主管部门脱钩，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这

也是一个重大政策。”［19］( P645) 两者在发展方向上是

统一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是在与现有法规和规

范的衔接上有所脱节。中国出版改革发展的不同历

史阶段先后提出了肯定、否定的理性审视要求，需要

在经过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理性批判过程

之后重新制度化，这重新制度化的过程当然最终还

会是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但在这一相关制度的重新

选择和安排过程中，深入思考其历史背景、其内在层

面以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等，也许有助于思考的

深入。
一是联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资源配置方

式来思考主办主管制度的出版管理职能和出版资源

配置职能及其关系。出版单位的主办主管制度诚然

为区 别 于 其 他 国 家 的 中 国 特 有 的 出 版 制 度。就

1950 年代制度安排的初衷而言，可能主要在于将出

版作为一种服务部门工作的工具和手段，因而在计

划经济时代，出版单位的主办主管制度也就有了出

版资源整合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主办主管制度不仅是出版单位的上级部门责任制

度，也是出版资源的整合方式，它同时具备政治制度

和经济制度两个层面( 或维度) 的涵义。在过去经

济成分单一国有制、利益主体一元国家化的经济体

制和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的社会体制中，其中的

出版责任管理职能和出版资源整合职能既清晰又很

容易重合，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办主管制度如

何重新安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细致梳理《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

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的文件制定过程，有助于

更好地把握这一文件的意义。其中有两点是否可以

提请讨论: 其一，1989 年的报刊出版社压缩整顿工

作的成功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是否值得将

其转 化 为 成 文 的 制 度? 那 次 整 顿 的 结 果 较 理

想［10］( P314) ，但那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采取

了两项特定措施: 中共中央在 1989 年 7 月 28 日发

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规定“为确保

压缩任务顺利完成，采取地方包干到省、中央包干到

部的做法”［10］( P311)。这次整顿的动力源泉在中央，

是基于中央文件，新闻出版署才能“向主管部委提

出要求并由主管部委包干完成的”［19］( P647)。而出版

单位的主办主管职责属常规管理，与特定背景下的

临时性措施是否可以相提并论? 其二，《关于出版

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颁发

于 1993 年 6 月 29 日，正是新闻出版署新老班子交

接之时［10］( P405 － 407) ，文件的制定会不会因匆忙而有

疏漏?

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单位与社会( 当然也

包括主办主管单位) 的关系模型到底该是怎样的，

值得认真思考。宋木文先生从 2003 年党和政府治

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中得到启发: “切断部门权力

与报刊经营之间的利益纽带，管办分离后其主管部

门( 原来的或重新调整的) 仍对所管报刊的舆论导

向、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领导班子建设负有主管的

职责。”主张从中吸取制度借鉴。“这也是在坚持

《出版管理条例》确定的主管主办制度前提下对报

刊管理方式的一种调整，其重要意义是加强管理责

任、弱化部门所有，不仅有利于当前特定问题的解

决，也必将为适应深化改革新形势调整和改进主办

主管制 度 积 累 经 验。”［19］( P650) 刘 杲 对 此 持 相 同 意

见。［2］( P216) 其中蕴含的对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

管单位的假设是否符合“理性人假设”? 也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加强主管责任与弱化部

门所有并行不悖，即在弱化部门所有的同时又加强

主管责任? 这也许仅表明老领导的一相情愿，在当

今政府部门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恐怕难以

推广。
现在看来，主管主办制度的理性核心是弱权益

和强责任假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从根本上击碎了其中的乌托邦幻影: 一方面，出版

社被主管主办单位所捕获，成为其谋取部门利益的

工具; 另一方面，主管主办制度本身又成为出版社改

革难以逾越的障碍。出版社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但脱离主管主办单位就不放心其意识形态安全，而

坚持出版社主管主办制度则出版社又没有活力。这

就是当前出版社改革的悖论。

三、结论与讨论

从刘杲命题的话语背景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

出版改革 30 年中所凝结的理想与现实、断裂与失

衡、矛盾与冲突。
从历史走向未来，意味着走向未来只能从历史

出发，意味着中国出版改革需要从中国出版改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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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理性批判中呼唤、重建中国出版改革的共识，以

促进和推动中国出版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出版

改革还将继续，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战略仍在思考求

索之中，可能还要花 5 年、10 年、20 年来做这件事

情，这需要整个出版业从宏观决策到微观管理付出

艰苦的集体性求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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